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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与大额捐赠如何结缘？
根据中国慈善榜的统计，近

几年单笔大额捐赠呈现增长态
势。 但这种单笔数千万乃至上亿
元的捐赠大多数捐给了学校、医
院、文化机构等，基金会等公益
组织却很少能够获得。

这是为什么呢？ 公益组织该
如何争取大额捐赠，大额捐赠者
对捐赠产生的影响力又有着怎
样的期待？

在 3 月下旬举行的 2019 年
斯坦福中国社会创新峰会上，来
自国内外的科技创新、 新经济、
公益与慈善、新媒体等领域的代
表就重大专项资助展开了研讨。

与大额捐赠形似陌路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我国的大额捐赠呈增长
态势。

中国慈善榜的统计显示，
2016 年，17 家企业、31 位慈善家
的年度捐赠额达到 1 亿元以上，
年度捐赠额在 5000 万元至 1 亿
元之间的企业有 16 家；2017 年，
年度捐赠额在 1 亿元以上的企
业有 30 家、 慈善家有 24 位，年
度捐赠额在 5000 万元至 1 亿元
之间的企业有 31 家。

这其中有很多是单笔捐赠
数千万乃至亿元。 2018 年的中国
慈善榜尚未出炉，但从目前的统
计来看，同样有为数不少的大笔
大额捐赠，只是这些捐赠的主要
去向是高校或捐赠者自己的基
金会。

例如：何享健以和的基金会
为核心展开 60 亿元慈善捐赠计
划，党彦宝通过燕宝慈善基金会
发放了 2.9 亿元奖学金； 碧桂园
杨国强承诺向清华大学捐赠 22
亿元，新华都陈发树向北京大学
捐赠 5 亿元，马化腾向深圳大学
捐赠 2 亿元，马东敏向中国科技
大学捐赠 1 亿元……

这一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
的，桥幅集团的合伙人兼咨询业
务负责人威廉·福斯特等人 2016
年发表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
论》 上的一份研究显示，2000 年
至 2012 年间， 美国捐赠者宣布

的所有巨额慈善捐赠（不少于
1000 万美元）中，80%都属于所谓
的“机构性捐赠”，捐赠对象主要
是大学、医院和文化机构。

原因何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金会等
公益组织是否有能力接收超大
额捐赠并实现捐赠目标。 大额捐
赠者对受捐机构的执行能力往
往会有更高、更多的要求。

2010 年，西南大旱，曹德旺
父子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
部五省捐款 2 亿元。 双方达成
的协议是， 半年内将 2 亿元善
款发放到近 10 万农户手中，且
差错率不超过 1%，管理费不超
过善款的 3%。 在善款下发之
后， 由曹氏父子组成的监督委
员会将随机抽检 10％的家庭 ，
如发现超过 1％的不合格率，中
国扶贫基金会需按照查抽获得
的超过 1％部分缺损比例的 30
倍予以赔偿。

这还只是对于透明度和执
行费用等方面的要求，很多大额
捐赠者还希望通过大额捐赠解
决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实现某
种社会变革，对公益组织的能力
期待会更高。

与对公益组织的能力的质
疑相关联，信任问题是另一个重
要原因。

据虎嗅报道，马云跟马云公
益基金会秘书长于秀红说，要少
跟其它公益机构去联系、 交流，

“中国很多机构染成了一大堆坏
习惯，愤青、极端主义、天天忽
悠， 所以这个我觉得过去一年，
我们取得进步的其中一个，就是
走自己的路，慢慢摸索。 ”

不信任无疑是大额捐赠者
选择自己成立公益组织实施项
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家其实不太信任把自己
的资金交给另外一个组织，让他
去替代你去实现你的愿望。 ”亚
洲公益创投网络主席、首席执行
官 Naina Subberwal Batra 表示。

而信任的建立并不容易 ，

要么是基于机构的正面品牌形
象， 要么是基于对机构里的人
的认可。

威廉·福斯特等人的研究也
显示，对于机构性捐赠，通常背
后有一层内在的个人关系：捐赠
者或其家庭成员上过那所大学，
或者是那所医院的病人，或者参
加了那所文化机构举办的音乐
会或展览。

相对来说，公益组织本身或
其领导人要与大额捐赠者建立
这样的关系要难得多。 这意味着
要建立信任关系并达成大额捐
赠需要包括时间在内的更多的
交易成本，以及长期付出无果的
风险。

扩展规模多方合作

一方面，大额捐赠者找不到
符合自己要求的公益组织；另一
方面公益组织要和大额捐赠者
建立信任关系需要耗费大量的
时间精力，究竟怎么办呢？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首先
我们的工作要基于最后的结果，
以结果为导向，而且必须可以衡
量。 其次，要对工作的领域做一
个调查，弄清楚我在这个领域的
角色是怎样的。 第三点，你需要
合作，要和不同的利益关方去合
作。 ”DASRA 联合创始人、管理
合伙人 Neera Nundy 在创新峰
会上表示。 DASRA 是一家位于
印度的战略慈善基金会。

在合作方面，Neera Nundy
认为与政府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作为非营利性机构， 必须要扩
张你的规模，而且要和政府打交
道，如果你前期的设计是围绕这
点设计的话， 那么你会更为成
功。 ”

“除非你愿意跟政府合作，
否则是没有办法获得大规模的
变化的。 ”Naina Subberwal Batra
强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
教授田凯同样认为：“制度的变
革是系统性变化的基本。 所以政
府对待慈善事业的态度的转变，
是中国的慈善组织，尤其是重大

专项资助的前提条件。 ”
“对于中国、印度这样的国

家，如果我们不能够触及数百万
人，就规模不够大，也无法解决
问题。 所以为了去触及上百万
人，必须要思考规模，你需要去
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你需要有
最聪明的人才，也需要有最有效
的技术， 需要有政府的参与。 ”
Neera Nundy 强调。

从小处做起帮助机构成长

对于大额捐赠者来说，也许
一下找不到合适的公益机构，可
以“从小处做起，先要在社区当
中进行测试， 确保你在合作的
NGO 或者你资助的组织非常了
解这个需求。 ”洛克菲勒基金会
亚洲区办公室副主任 Felicity
Tan 表示。

“一个解决方案如果是想要
去带来系统性变化的话那必须
是可复制的。 这个解决方案可以
在不同的地方进行针对性的微
调，并且去普及到更多的地方。 ”
Naina Subberwal Batra 表示，与
此同时“要看一下怎么样让小组
织规模化，他们才能够准备好来
接受这么大笔的重大专项资助。”
Naina Subberwal Batra表示。

威廉·福斯特等人在研究中
就注意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唐

纳德·费希尔辞去 Gap（盖璞）首
席执行官后，他和妻子多丽丝承
诺在三年内捐赠 1500 万美元给
知识就是力量项目（大约是该组
织当时年收入的三倍）， 该项目
当时只覆盖两所特许中学，获得
资助后该项目被普及到更多的
社区，让更多学生受益。

当然解决方案并不是唯一
的，也并不是一定要一个机构去
扩张。“需要有更多的组织参与
进来。 他们会具有一定的规模，
会提供解决方案。 ”Naina Sub－
berwal Batra 表示。

这就需要枢纽型机构（网
络）在其中发挥作用。 威廉·福斯
特等人的研究显示：“这些中介
机构往往以统筹、协调的方式分
拨赠款，从而依照捐赠者的意图
连贯地输送大量资金。 ”

资助型基金会、资助网络往
往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在中国，
类似的机构还比较少，需要大力
发展。

有资助者、 有枢纽型机构
（网络）、 有执行机构、 有受助
者， 才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生
态。“在生态体系当中大家都会
有长处， 对我们来说承担损失
的能力非常强。 ”Felicity Tan 表
示， 把大家彼此不同的长处结
合在一起， 就能更好地去带来
系统性的变化。

2010 年，西南大旱，曹德旺父子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部五
省捐款 2 亿元（网络图片）


